
第 17 卷第 2 期 河海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 2015 年 4 月

DOI:10. 3876 / j. issn. 1671 4970. 2015. 02. 001

收稿日期:2015 03 31
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(14ZDA023)
作者简介:沈坤荣(1963—),男,江苏吴江人,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,从事经济增长、宏观经济研究。

构筑新常态背景下增长动力的新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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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摇 要:在中国经济“新常态冶下,增长驱动力、劳动力禀赋、产业结构、技术选择、资源环境等方面

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 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,需要构筑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,以创新作为经济增

长的主要驱动力,以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,以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作为经济增长的

重要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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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的提出
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经济一直以年均 9郾 9% 的

速度高速增长。 然而自 2010 年中国 GDP 总量超过

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后,中国经济出现了

明显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与表现。 2010—2014 年中

国经济增速连续下滑,2012—2014 年 GDP 增速连续

3 年低于 8% ,2014 年经济增长速度仅为 7郾 4% 。 但

是 2013 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比

重,成为 1952 年有 GDP 历史数据以来的最大值。
这种 7%左右的增速和经济结构的转型组合标志着

中国经济进入了较长期的不同于以往的状态,即以

中高速增长、结构优化升级、创新驱动为基本特征的

中国经济“新常态冶。
当前,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疲软背景下开

启的结构性改革正全面启动,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结

构性改革也正步入深化期,结构性深度改革的全球性

竞争在大调整与大过渡阶段全方位展开,这要求我们

应该以新的标准和角度来看待经济问题。 在全球结

构性改革深化的背景下,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

征出发,面对经济新常态,如何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

机制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。

二、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变化

1. 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变化

迈克尔·波特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将国

家经济发展划分为要素导向、投资导向、创新导向、
富裕导向 4 个阶段[1]。 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及

相互作用的有效性与一国的经济增长是密不可分

的。 在一国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需要依赖基本生产

要素如天然资源、自然环境、廉价劳动力等方面的投

入来发挥国家竞争优势。 中国过去 30 多年间的经

济增长依赖的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推

动,属于投资和劳动力资源带动的要素驱动阶段。
大量理论与经验研究表明,在 1978—2010 年间,中
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驱动,要素投入量对

经济发展做出了主要贡献,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

展的贡献则相对较低[2鄄3]。 刘瑞翔利用 1989—2010
年中国的省际数据从要素投入、全要素生产率和资

源消耗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,研究

发现资本和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

70郾 2% [2]。 在改革开放之初,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

相对较高,我们依靠资本、劳动等要素的增加驱动了

经济的高速增长。 但是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,
资源禀赋、经济结构也在随之不断发生变化,高投

入、高增长、低消费、低就业质量的发展方式出现了

许多问题,曾经以外延式、粗放型、总量扩张为主要

特征的要素驱动型发展方式在面临日趋严峻的国际

经济环境变化挑战的同时,也受到国内资源环境、劳
动力资源等要素不可持续供给的约束。 要适应国际

经济环境的新变化、克服国内资源环境的强约束,必
须关注技术创新对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推动作用,从

·1·



要素导向、投资导向步入创新导向阶段。
2. 劳动力禀赋优势的变化

中国人口基数大,劳动力数量多。 长期以来,中
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廉价的

劳动力资源。 蔡昉认为当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

升、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,充足的

劳动力供给以及高储蓄率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

的源泉,即存在人口红利[4]。 但是,中国生育率下

降的速度大大快于其他国家,随着生育率的不断下

降,人口增长率将会趋于降低,人口就会出现老龄

化。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2010 年我国总

人口已达到 13郾 4 亿,与低生育率、低死亡率相伴的

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,65 岁及以上老

年人口占比达到了 8郾 87% 。 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

变化,当人口老龄化使得其在总体上不再富有生产

性的时候,人口红利便会丧失,原有劳动力要素的比

较优势也将消失。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刘

易斯转折点的跨越,保障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

机制也就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变。
3. 产业结构的变化

经济新常态下生产结构调整的主要表现就是农

业和制造业的比重显著下降,服务业的比重明显上

升,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。
2013 年,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56 957 亿元,比上

年增长 4郾 0% ;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249 684 亿元,比
上年增长 7郾 8% ;第三产业增加值达 262 204 亿元,
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 12 520 亿元,比上年增长

8郾 3% 。 第一、二、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

的占比分别为 10郾 0% 、43郾 9% 和 46郾 1% ,第三产业

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,但从三次产业对

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来看,第一、二、三产业的

贡献率分别为 4郾 9% 、48郾 3%和 46郾 8% ,GDP 增长速

度与各产业贡献率的乘积分别为 0郾 4% 、3郾 7% 、
3郾 6% 。 从要素转移视角来看,现有研究表明,对于

发展中国家,各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和增长

率,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水平或低增长率的部门向

高生产率水平或高增长率部门的流动会促进总生产

率增长[5鄄6]。 长期以来,中国的劳动力要素一直从第

一产业流向第二、三产业,对生产率的增长发挥了较

强的推动作用,尤其是对第二产业内部的生产率贡

献相对较大。 但是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弱于劳动的流

动性,资本要素转移的贡献则与劳动力相比存在较

大差异,资本向第二、三产业的转移对生产率的提高

只发挥了微弱的效应。 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,要素

转移对于增长的效应也将随之发生变化。

4. 产业结构升级中技术选择的变化

产业结构的转化体现了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与有

效性,可以有效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。 从技术

进步视角来看,发展中国家往往倾向于通过消化、吸
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或本国技术自主研发来实现

产业结构升级,促进经济的增长。 黄茂兴等以

1991—2007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,围绕省域

效应和时间效应两个方面分别检验了技术选择对产

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作用,研究发现选择发

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利用先进技术发展资本密集

型产业主要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[7]。 只有结合要

素禀赋结构并在能够吸纳新技术的前提下,技术选

择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。 随着经济

不断增长,重工业水平不断提高,生产达到一定规模

后,对新技术的吸收和创新能力将持续增强,产业结

构将会得到优化升级,在此基础上,技术选择对经济

发展的促进作用将越来越显著。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

家,资本要素非常有限,而发达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的

“再工业化冶战略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税负来提高

制造业吸引投资的能力,促进制造业的回归、重整和

提升;另一方面则可以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以及

高技术出口管制等方略来构筑坚固的技术壁垒,这
就会使得我国吸引外资和引进高技术的难度明显加

大。 随着制造业回归本土,发达国家就可以采用先

进技术对制造业进行全新的改造,重获制造业的竞

争优势,从而大大降低制造业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。
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,我国以前较长时期内依靠劳

动力成本所获得的比较优势将会不断丧失。 因此,
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,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

过程中技术选择、主导产业选择等方面的内容也需

要相应随之发生变化。
5. 资源环境的变化

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物

质要素的投入来推动的,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大量的

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为代价。 1978—2013 年,我国

能源消费总量从 57 144 万 t 标准煤迅速上升到

375 000万 t 标准煤。 工业生产活动不仅大量消耗了

自然资源,而且也严重污染和破坏了环境。 在经济

发展的低级阶段,人们宁可承受较大的环境污染去

换取工业的发展,但是随着工业发展到较高阶段,环
境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[8]。 环境容量是有限

的,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迅速推进,其对生态系统也带

来巨大的负担。 由于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本

身较少,以往粗放型、掠夺式的发展方式又持续削弱

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,再加上经济的大规模扩张、消
费需求的增长、生产和消费结构变化对资源消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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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求大大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,导致了我国

资源环境压力的日益增大,高投入、高消耗、高排放、
低效率的粗放发展难以为继。 因此,在经济新常态

下,需要关注资源利用效率和低碳经济,加快对高耗

能企业和行业的技术改造,从而促进资源环境的合

理开发与节约使用。

三、新常态下增长动力机制的构建

当前,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、结构调

整阵痛期以及前期政策刺激消化期的“三期叠加冶
阶段,能否适应经济新常态将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

的动力机制是否能够相应发生转变。
1. 以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

经济发展从要素导向、投资导向进入到创新导

向阶段,将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、资源利用效率的

提高、生态环境的改善等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。 具

体来说,创新驱动对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影响主

要包括:淤创新驱动可以大大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

优化。 经济系统中各相关生产要素间充满着深层次

的技术关联。 创新驱动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在不同部

门间的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,促成生产要素的有机

组合,从而高效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。 于创新

驱动能够促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显著提高。 经济发展

不同阶段的两大增长路径分别为:规模报酬不变基

础上的规模扩张路径和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的效率

提升路径。 在发展的初始阶段,资源环境约束相对

较弱,这时可通过对创新依赖不强的规模扩张路径

来实现经济的增长。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,当水平达

到比较高的阶段时,资源环境的约束就会不断地得

到强化,规模扩张路径下的发展方式便不可持续,需
及时推动经济增长路径的恰当转换。 创新驱动能够

大大优化要素的配置方式,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,从
而推动经济发展向效率提升的阶段转变。 盂创新驱

动能够促进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。 经济发展除必要

的经济成本外,不可避免地还包含着环境成本。 以

往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依靠的主要是生产要素

数量的扩张,这就会造成对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和过

度利用,并以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与破坏为发展

的沉重代价。 创新驱动能够通过优化产业结构,显
著降低生产投入与消耗、淘汰高污染产能、大大降低

污染排放,从而促成传统的资源浪费、环境破坏的经

济发展方式向着现代的低污染、低排放的经济发展

方式有效转变。
基于此,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,我们需要在经济

发展中特别强调创新的驱动力作用,通过利用科学

知识、先进技术、新型企业组织制度以及现代商业模

式等创新要素,对既有的资本、劳动力资源、物质资

源等有形要素进行创新的组合,通过改造物质资本、
提升科学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,在合理配置物质

资源投入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。 创新驱

动的实质体现的是科技创新,利用成熟可靠的科技

创新成果来改造旧产业并且催生新产业[9],为经济

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。 与此同时,科技创新又不断

地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来激励,与时俱进的制度创

新是科技创新能够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。
2. 以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

制造业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、科技进步以及

国际竞争力增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 目前,随着

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,大量低水平生产能

力将出现过剩,制造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
一方面,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经济进入深度调

整期,国际市场需求下滑对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

造成较大的结构性制约;另一方面,为了缓解失业、
扩大内需、拉动本国经济增长,美国、日本、德国等发

达国家选择了“再工业化战略冶,制造业开始向本土

回流,与此同时,一些新兴经济体依靠资源、劳动力

等比较优势正大力发展制造业,与我国形成了日趋

激烈的同质竞争。 因此,大力提升制造业的质量与

效益就成为经济新常态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 目

前,我国的制造业与发达国家在产品质量、稳定性以

及可靠性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,在中国产业结构

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升级过程中,将面临技术装备

的新一轮更新改造,高端制造业的成长成为抢占新

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关键。 为此,我们需要大力

发展能够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高端制造业。
此外,制造业与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互促共进。

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,制造业的发展

需要消耗大量的生产要素、拉动许多产业部门的发

展,其发展对带动服务业增长具有明显的作用;同时

服务业(包括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)的发展也

能为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。 特别是

金融、保险、信息、通讯、工程技术、创意设计、研发、
咨询、知识产权保护等与知识生产、传播和利用高度

相关的生产性现代服务业,均包含着大量的制造业

升级所需的知识和技能。 现有产业的深化发展与新

兴产业的健康成长均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。 基于

此,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,我们需要发展高端制造业

及相应的现代服务业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。
3. 以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

保障

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,收入分配失衡状况

也在不断加剧,从收入在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来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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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,劳动者报酬比重

不断下降;从收入在居民个人之间的分配来看居民

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,城乡间、个体间收入差距不断

扩大。 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

障,它对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:淤收

入分配结构的优化能够扩大消费需求。 一般情况

下,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的高收入阶层通常会偏

爱高档消费品,对扩大社会消费需求的效应不够明

显;而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阶层则购买力有

限,消费需求受到极大的制约,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

扩大消费需求,拉动经济持续增长。 而且劳动要素

分配份额过低会导致以劳动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

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受到影响,因此提高劳动收

入份额也可以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,从而促进经济

增长[10]。 于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人力资本

投资。 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出生地的差别会严重

影响到劳动者接受教育、通过培训获得技能的机会。
不同的收入阶层会根据各自的承受能力以及人力资

本投资的效用大小来选择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

及如何来进行投资。 当收入差距过大时,低收入阶

层将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,从而会影响到人力资

本的积累。 而且当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时,劳动

要素收入份额下降会将失衡状态传导至居民收入分

配结构失衡,低收入劳动者很难通过人力资本投资

渠道获得收入增长,由此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与要素

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状态进一步被强化,从而阻碍到

经济增长。
2014 年 10 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指

标同比名义增长 11郾 5% ,创下了自 2006 年 3 月以来

的新低。 与此同时,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指标同比名

义增长 15郾 9% ,更是跌到了自 2002 年以来的最低

水平。 并且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,劳动力供

求关系的转折已难以避免,以往主要依靠劳动力规

模扩张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将不可避免地面

临人口增长减缓的严重制约,因而通过大力加强人

力资本投资来全方位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也就变得至

关重要。 基于此,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,我们在改革

目标和价值判断上要强调改革成果的分享性,在初

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中都注重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,
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,在收入普遍提高的基础上

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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